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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師不易改變」是教育改革中伴隨的一種印象。本文以 2019年課程改革之

「校訂必修」課程為例，探究教師集體備課與授課遭逢了什麼困難以致於不易改

變。以 2020年一所普通高中校訂必修課程之 26次共備會議與 160小時觀課為田野

資料，以「意識型態的兩難」為概念工具，採用言談分析法揭露教師們經營校訂必

修課程所顯現的意識型態難題。研究發現教師從過往的「教學者為主體」授課到校

訂必修的「學習者為主體」授課之轉變並非易事，教師們的發言在「社群慣有」與

「專業思考」這兩個隱含對立的意識型態之間徘徊，兩難的意識型態至少有三組：

「進度」與「進步」、「教導」與「引導」、「給分」與「評量」。第一組是面臨

學生之間進行專題學習的「進度」不一，教師應該趕整體的進度、還是該注重學生

個別的「進步」；第二組是面臨學生做專題的種種問題，教師該積極「教導」學生、

還是該給予學生所需的「引導」；第三組是面臨評定期末成績，教師應在各方周延

考量下「給分」、還是建基於專業規準「評量」。三組意識型態的兩難具有時間軸

的次序性，能完整描述授課教師從課程啟動到收尾的動態性兩難遭逢歷程，本文亦

針對這些難題提出具體建議，希冀對於各校校訂必修課程之設計、教學與評量有所

助益。

關鍵詞：課綱、校訂必修、意識型態的難題、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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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seems that teachers are reluctant to change their teaching practices when major educational 

reforms are introduced, hindering the efforts of education policymakers to bring about change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professional discussions of teachers during course-preparation meetings to 
understand how they responded to proposed reforms and to identify the challenges af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reforms.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discussions conducted 
across 26 course-preparation meetings for compulsory school-developed courses, which are a new 
type of course mandated by Taiwan’s 2019 curriculum reform. Drawing from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dilemmas (i.e., lived ideology vs. intellectual ideology), this study conducted discourse 
analysis and identified three dilemmas (i.e., progress tracking vs. progress making, didactic 
teaching vs. facilitative teaching, and contingency-based grading vs. rubric-based evaluation). 
These dilemmas highlight the mental inertia experienced by teachers when they switch from a 
teacher-centered system to a learner-centered system. This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to 
school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on how to design, instruct, and conduct assessments for 
compulsory school-developed courses while navigating such ideological dilemmas.

Keywords: curriculum guideline, compulsory school-developed course, ideological dilemma,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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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世界各國每一次的課程改革都想要同時促進教師專業發展。雖然每次課程改

革都推出新的教育思潮與策略藍圖，但是在這些課程政策大力推進的過程，教師的

心聲與背後的在地意義較少被探索，教師未能明顯移動到新的藍圖之理由，常被過

度簡化、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忽略了。教師為何難以朝向課程改革所勾勒的理想發

展？教師在嘗試與受挫之際經歷過哪些內心的思索？這個議題如何有解？學界面

對這些重要的轉變關鍵值得給予更多關注。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新課綱；教育部，2014／2021）

頒布的這一次呢？實施以來同樣大大地衝擊著基層教師的教學。

兩類課程都有變動。一方面原本的「部定必修」、「部定選修」、「彈性學習」

等考科各科目的學習內涵，在「核心素養」的新方向下，教師宜依據領綱之「核心

素養」與「學習重點」加以調整；另一方面新增加的跨領域「校訂必修」（以下簡

稱校必）及「多元選修」等課程，並無國家給定的課程知識範圍、亦無統一教科書，

教師需要從頭設計新課程並自行尋覓或自編教材。其中校必 4-8學分的性質跨越單

一學科，總綱如此敘明：

係延伸各領域／科目之學習，以一般科目的統整性、專題探究或跨領域／科

目專題、實作（實驗）、探索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類型為主。（教

育部，2014／2021，頁 18）

校必授課教師因應新課綱而受到的衝擊至少包含兩種：一是既屬「跨領域」，則各科

教師自身的專長不會與校必課程有明顯的對應性；另一是既為「專題實作」，教師對

學習活動的安排從「教學者為主體」的組織與傳遞特定學科知識，轉變為「學習者為

主體」的依學生各自興趣探索，這兩重遭逢都是普高教師的新經驗。因而他們需面對

如下的處境：教授非自己教師證專長的科目、沒有書商提供課程的教科書、沒有知

識邊界的各種學生專題、沒有統一進度的規範與評量標準、課堂的時間主要是學生

分組工作……等教學新貌，這些課堂實作的變化讓教師不能以過去相同的方式教學。

教學方式轉變的背後涉及教學信念、價值與意識型態。校必課程不是個別教

師的分工與配課而已，而是需要群體教師群策群力，總綱詳細規範「教師專業發

展」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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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透過領域／群科／學程／科目（含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教學研究會、年

級或年段會議，或是自發組成的校內、跨校或跨領域的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共

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公開分享與交流等多元專業發

展活動方式，以不斷提升自身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效。（教育部，2014／

2021，頁 36）

因應校必的特殊屬性，多數學校均成立「共備社群」，在授課前召開會議、授課中

互相觀摩、授課後檢討修正。從學科教師轉為跨領域授課教師、從主動傳授「學科」

知識轉變為由「學生」主動自發學習，這些轉變顯得劇烈，觸及教師長久以來的教

學信念、價值、與規範。教師在校必共備會議中拋出了什麼問題？彼此如何調準並

發展新的實作？

本文旨趣在探索教師互動中自然流露的難題。以一所普高校必授課教師共備會

議（以下簡稱校必會議）的一整年會議對話為資料，以意識型態的兩難（ideological 

dilemmas）為概念工具（Billig et al., 1988），透過言談分析辨識校必授課教師所經

歷的難題。具體之研究問題為：作為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場合，校必會議揭露哪些

教師意識型態的兩難？這些兩難將有助於回應本文之理論關切「教師何以不易改

變」，重新審視此一棘手的教師專業發展問題。

貳、文獻探討

一、普高校訂必修課程之研究現況

新課綱政策實施迄今進入第四年，研究校必課程的學術文獻尚不多見，較多

為教學現場教師與行政人員的工作省思文章。依據新課綱整體的核心精神之轉變，

可將這些文章呈現之關切分為兩個面向：「教學者為主體」角度、與「學習者為主

體」角度的實踐經驗。

帶著「教學者為主體」角度的文章看重教師需要積極準備新課程所需的專業

知識。例如主張專題研究是由學有專精的教師單科開設（陳建銘，2021），主張教

師需要擔負研究工作，因為校訂必修與學科差異較大而需要額外的學習，主張品德

教育需要有倫理學、哲學、心理學的基本概念、跨科合作容易因學科本位的堅持而

致課程難於統整（張志維，2020），主張教師開設新課程需研發課程教材而加重教



51陳斐卿 從教學者為主體到學習者為主體：普通高中校訂必修課程教師的難題

學工作的負荷（王竹梅、丁一顧，2022；林怡君、陳佩英，2020）。這些文獻仍然

是以教師為主，將新課程的準備重點放在強化教師自身目前尚未涉獵或嫻熟的新知

識，以便建構新課程的教學材料來使學生得到更多知識。

這類文章比較少提及校必授課挑戰的另一面：「學生探索」課程的教學法。

對比來看，過去教師都是教授部定必修，每一位教師都有單科教師證充分契合自己

的專業；如今教師負責教授的校必複雜度增高，因為每一位教師跨出原本學科邊

界，需要再次充實的不僅僅是新課的知識，更是新課的新教學方法。但是當前文獻

比較著重於呈現教師對既有教育體系結構與新課綱變動之間的銜接性，如：課程是

否符合學生未來升學進路、評量工具是否依據客觀事實展現學習成果（張文耀，

2020）、開設新課的勉為其難心境、符合基本鐘點數的抗拒情緒（林怡君、陳佩英，

2020；陳建銘，2021）、共備社群出席率不穩定、分配工作困難（張志維，

2020）。這些文章著眼在近程的適應與眼前的變動，以教師的既有位置逐步向新課

綱挪移，呈現「教學者為主體」角度的論述，較少注意促使學生學習改變的教學方

法也會需要費力學習。

另一面向帶著「學習者為主體」角度的文章則指出從教師「教學」到學生「學

習」的轉移。校必以培養學生實作與應用知識的能力為主，但是，目標是設定在「教

完進度」還是「啟發學習」、教師是「答案提供者」還是「探究的引導者」、校必

課程是「濃縮版的多元選修大拼盤」或是具有「統整意涵」的課程、該是維持「學

科結構化」抑或是「去學科框」、教師是「指導者」還是「學習引導者」、是「知

識傳授者」還是「策略催化者」（張志維，2020）。這些教學現場工作經驗隱約已

經反映教師授課實際遭逢的游移困境，從學習內容來看，教師游移於嫻熟地教授學

科常見的「事實知識」、到相對生疏的實作「程序知識」；從學習活動安排來看，

教師游移於擅長提供「固定內容」的講授與驗收、到不擅長經營學生無固定知識邊

界的「專題學習」實作課程。

部分教師能認同專題學習實作的好處、但是全面實施於每位學生並非易事。

教師們雖然認同課綱政策下的學生在校必專題製作有其自主性（曾慶玲等人，

2021），專題探究課程的理論基礎可以提昇學生的思考及探究能力，更能激發並持

續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范信賢等人，2018），但是教學現場省思也揭露設計與

實施問題導向教學法（Problem-based Learning）之挑戰（孫細、洪偉豪，2022）、

以及不易打破課程結構或教師文化的藩籬（周淑卿、王郁雯，2019），顯現這仍然

是個棘手的老問題而有待進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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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教師的文章透露幾個值得深究的探究線。第一，長久以來之「教學者為

主體」的信念、與新課綱提倡之「學習者為主體」的摸索經驗必然是交織的，校必

教師社群持續在校必會議中進行「專業對話凝聚共識」，而他們凝聚的過程中有哪

些難題持續浮現？本文如何超越現場工作者的直覺分析？提出更深刻的理解維

度？第二，校必專題全國遍地開課，課程設計之構思或出發點各異，有的是「教學

者為主體」的比重較高，亦即透過各科教師協力安排前後銜接的帶狀課程，學生照

著教師的安排進行動手操作及小組活動；有的是「學習者為主體」的比重較高，亦

即提供學生充分的興趣探索機會，以形成各自認同的題目，並樂見學生克服問題承

擔學習責任。這兩種基於學生學習活動安排比重不同的執行方式，教師所遭逢的難

題並不雷同，本文的田野屬於後者，後者的難題為何？第三，如前所提及，校必課

程期待教師的新教學能力，進一步也期待教師的新評量能力。當教師從單一科目、

針對固定知識內容、評量個別學生的慣性，走向跨領域不同專題、評量程序知識、

與評量小組學習時，他們的難題是什麼？

本文延伸這些探究線，藉助理論視角探究教師面對新課綱改革時在意識型態

上的張力，從分析校必教師共備社群對話中揭露的難題，理解何以教師在課程改革

下並不易改變。

二、以「意識型態的難題」為概念工具

前述文獻提出教師與行政端的抱怨與困難經驗，尚未深入探索現象的內涵。

若透過理論概念工具的觀點應有助於現象的釐清。在教育改革交逢之際，多數教師

面臨難題，像是本次新課綱力求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教學，但是師生持續面對的

首要目標仍是如何考好升學學科，因此教師內心必然有許多兩難，如何揭露這樣的

教師難處？這些難處又該如何分析？本文因而採用「意識型態的難題」為理論架

構，以下先簡介理論架構，下一節再評析相關文獻發現。

英國社會心理學者 Billig等人（1988）發展兩種意義的意識型態。一種是「社

群慣有的意識型態」（lived ideology）（以下簡稱「慣態」），另一種是「專業思

考的意識型態」（intellectual ideology）（以下簡稱「專態」）。「慣態」將意識

型態視為一種社會的生活方式，一種特定社會傳承的共識，接近曼海姆（Karl 

Mannheim）（1936／2005）在《意識型態與烏托邦》這本書的基本概念，是一個

社會長久形成的共識，意即像教師社群這樣具有特定的歷史社會性的團體，心智整

體結構的組成有其展現在日常思維的規律性特徵；「專態」則是孕育自政治、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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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哲學的思考體系，較屬於知識份子或專業思考的產出，因此比較是一種形式化的

哲學（formalized philosophy）。

難題不只存在於一個層次。Billig（1988）主張一個層次是「社群」，一個社

群往往同時持有兩種對立信念，因而在「慣態」與「專態」之間產生意識型態的難

題。但意識型態的效果因情境而變動，人們的信念、決定與行動取決於當下有不同

解釋並存的競逐，以致於人們會陷入一種矛盾的行事。例如：醫療保健機構跨科會

議中的權力對立，導致位階低的單位人員在會議中雖有不同見解但卻維持緘默（Lee 

et al., 2022）。另一個層次是「個人」，因為個人同時身處社群的共識、以及未必

認同社群共識的信念，因而難以化解矛盾。例如：教師該將夏令營經營得與學校抗

衡？還是複製學校的功能（Lester et al., 2015）。

「慣態」與「專態」這種兩種意識型態在教育現場並不罕見。從時間軸來看，

「慣態」的發展時間比較悠久，而「專態」比較是晚近短期萌生，因而其主張會與

前者形成對立。例如，瑞典新移民的語言教育政策讓語言教師心存難題：「專態」

是政府大力推行之「跨語言」（translanguaging）的教學信念，要求教師同時運用

多種語言，以「流動性」（fluidity）的新概念來經營課堂教學；「慣態」則是累積

源自政府長久以來對新移民的規定，像是年輕移民需要通過國家語言標準化測驗等

規準，並無任何因推行「跨語言」的相應變動，因而教師事實上又需要以「不變性」

（fixity）的既有概念來協助移民學生面對語言學習的現實壓力（Smith et al., 

2022）。相似的現象也出現在猶太學校教師，「專態」是校方強調多元論

（pluralism）的價值，指涉不同種族、民族、宗教或社會群體在一個共同社會的框

架下，持續並自主地發展自有傳統文化、互相尊重、學習與合作，但是學校對此多

元論並無如何實施的具體文件，教師反而時常感受到與之截然不同的「慣態」存在

於校園日常生活（Friedman, 2023）。

上述例子顯示「專態」的來源之一是機構新發展的意識型態（Lee et al., 2022）。

新發展的必然會與常民既有的、長久以來累積的有所不同，而這兩種意識型態用在

理解臺灣教師幾十年來面對政府課程歷次改革的心理狀態，可能是一個很有幫助的

分析工具。仔細地說，政府新課綱所宣示的種種改變與期許，來自一群教育專業的

思考者，在群策群力下所形成的一種具有系統化的意識型態，可代表一種「專態」

―「學習者為主體」教學信念；而教師面對課綱新政策所展現的遲疑，呈現教師

社群長久以來視為理所當然的教學價值，可代表一種「慣態」―「教學者為主體」

的教學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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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ig等人（1988）也提出教學與學習情境的兩難。Billig指出教育人員的意

識型態恆常存在的對立難題是「傳統」與「進步」的二分，也常使用「傳遞為主」

（transmission-centred education）對比「孩童中心／發現學習」（child-centred 

discovery learning）。

這樣的對立概念在教育理論經典中雖不罕見，但是對於本文分析校必專題學

習有兩點參考性。第一，從理論面看，兩種教學觀對立；但是從教學現場看，往往

看不到兩種教學觀會在教師心中形成障礙，Billig解釋這是因為教師工作的前提是

「把工作做完」，因而面對任何困難的最佳指導原則通常是「妥協」；第二，教學

現場實作的難題取決於教師心中的兩個不解：孩子原本就沒有的東西如何「引出」

（bring out/elicit）來？以及如何確定孩子能自行發現他們應該要發現的東西（Billig 

et al., 1988, p. 54）。持著這樣的內心衝突，引發教師看起來好像是在引出，其實卻

是以各種不同的策略來「強加」（impose）知識和理解給孩子。本研究之專題課教

師似乎也存在著這樣不斷來回跳動的意識型態，以及頻繁的妥協；然而，表面看到

的妥協並不能真正理解教師，本研究因而進行教師對話的實徵資料分析，以理解他

們內心的兩難，希冀引發整體教師社群的共鳴，並促成可能的轉變。

三、「意識型態的難題」的實徵研究

「意識型態的難題」作為實徵研究的概念工具，在教育領域已有廣泛的應用。

晚近文獻有特殊教育（Norwich, 1993）、音樂教育（Ericsson & Lindgren, 2011）、

夏令營學習（Lester et al., 2015）、幼兒教育（Holmberg, 2018）、性別平權教育

（Venäläinen, 2020）、教師專業對話（Rainio & Hofmann, 2021）、疫情數位教學

（Murakami et al., 2022）、學習障礙（Cluley et al., 2022）、移民學生之語言教學

（Smith et al., 2022）、猶太學校教師的多元主義實作（Friedman, 2023）等。以下

分為研究發現與研究方法及結果呈現兩面向進行評述。

在研究發現面向，已有文獻刻劃教師工作常常夾在多種立場之間而面臨內心

衝突。當教師處理問題而夾在校方與家長之間，或是行政與學生之間，此時教師或

者選邊支持，或則面臨一種意識型態的難題。例如一份文獻研究音樂教師的難題

（Ericsson & Lindgren, 2011），音樂課往往因為是非考科的科目而不受學生重視，

但是當學生因喜愛流行音樂而要求教師改變上課方式，由師生共構翻新音樂課實

作，教師本於教育專業想要接納學生文化與對音樂課的新期待；但同時，教師作為

政府雇員，需履行公共服務的倫理、與學校行政單位配合以遂行學校的基本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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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教師內心的這類衝突種類很多，但是該作者在概念命名上僅聚焦於一組「學

校賦予教化的使命」與「學生抗議嚴峻價值的慾望」難題，其命名方式較不能凸顯

教師自身的主體性。

也有文獻採用 Billig所發展這組對立概念的其中一個來分析教師的「慣態」如

何改變。「慣態」未必要在與「專態」的對立中才能產生新出口，例如針對芬蘭中

學教師會議對話的研究（Rainio & Hofmann, 2021），發現教師社群對話模式的慣態

以一種封閉性對話（stabilization discourse）展現其固守之傳統概念，像是：本校學生

並不適合合作學習、學生沒有學習動機……等，導致教師社群對話氣氛低迷。該研

究發現透過反思性察覺（reflexive noticing），比較能化解會議中急著想出解方的慣

態，若能避免立即關閉式的對話討論模式，而能形成另一種開放其他可能性的對話

（possibility discourse）（Engeström, 2007），鬆動對話才是改變的起點。本文建基於

這樣的啟示，於分析校必共備社群會議的對話時，亦將從這個角度敏察本地教師對

話模式，針對臺灣教師社群的會議在面對難題討論時的特徵與可能出口提供建議。

在研究方法及結果呈現面向，這些文獻多數從論述心理學（discursive psychology）

（Wiggins, 2017）的學理基礎下使用言談分析方法（discourse analysis）（Potter, 

2012）。言談分析是指透過分析日常對話與互動，揭露情境中的人們如何在協商中

流露深層意涵、情感、態度與困難等，特別是會議中人們如何對爭議與矛盾的對話

展開回應，依此可辨識人們面對張力的對策，與態度立場的轉化。採用「意識型態

的難題」概念工具進行論述分析之資料來源多元，包括：會議、焦點團體／線上／

訪談、線上討論區、活動現場錄音、教室對話等，透過研究這些場域的自然對話，

指出真實世界的普遍矛盾。

研究結果呈現的難題數量也有不同。有的研究發現以多重兩難呈現。例如，

以訪談資料分析醫院專業人員在跨科聯合會議中何以選擇沉默（Lee et al., 

2022），該研究辨識出三組兩難：「團隊工作」與「獨立工作」、「自主」與「家

長式作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有的研究發現僅提出一組兩難。例如：

以教室互動資料探究音樂教師如何面臨教室師生敵對對話的困境（Lester et al., 

2015），辨識出「學校賦予教化的使命」與「學生抗議嚴峻價值的慾望」一組難題。

上述研究成果顯現兩難抽象化的精緻性還有精進的空間。第一種多重兩難的

命名似乎採取「巨觀」尺度，如「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等兩難，這些概念早

已存在於許多社會，較不能展現所研究特定社會文化情境下的田野獨特性；而第二

種採取「微觀」尺度並貼緊田野現場，如「學校賦予教化的使命」與「學生抗議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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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價值的慾望」的難題，似乎又因為資料蒐集時間的侷限而僅萃取出一組兩難。因

此，介於「巨觀」與「微觀」兩種尺度之間，有機會嘗試發展「中層」尺度的兩難

對立概念。

參、方法

一、研究情境

本研究以校必共備會議為主要田野。該校位於臺灣北部某市立普通高中，學

校共有約 100位教師，校必有兩門六學分，其中一門為本文研究之四學分專題探究

課程，分為一學年兩學期各二學分開設於高二年段。採用雙師協同授課。共備會議

成員約 20人，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導師、以及來自英文數學家政歷史公民地

科等眾多任教科目的專任教師，每週開會安排於週一上午一個小時，以便所有教師

於當週授課前均已開過共備會議。

共備會議中成員發言普遍而活絡。會議由教務處主導，每次會議由成員輪班

擔任主持人，每位成員在每次會議中均會輪到發言。會議有兩條必定的主軸：上週

授課疑惑和目前進度，以及本週準備如何進行，初期較多的提問著重在「教什麼」

與「怎麼教才對」。透過這樣的輪流發言，穿插因話題引發的自主對話，使得每次

討論均具有吸引力，成員出席率很高，同步進行自己手邊工作的情形很少，不同於

一般校內會議教師以聆聽為主之場景。

研究者的角色既是正式成員也同時是參與觀察者。研究者早於 108學年度即

受邀為校必共備社群之專家學者代表，開學前也與校長及教務主任商談以該校為田

野的研究規劃，並簽妥相關知情同意書文件。每次出席均坐在教師群中，以筆記書

寫觀察重點與教師提出之問題，並於成員指名研究者回應時被動提供想法與建議。

二、資料蒐集

選擇共備會議的理由有三：第一，新課綱的變動對於跨領域授課的影響遠大

於單科授課，校必從無到有的跨領域課程備課具有急迫性，成為學校整體必須積極

面對與因應的焦點。第二，多元選修雖然也有激發教師跨出學科邊界的效果，但

是此類課程僅由一位教師單獨授課，對於教師之間引發互動的機制，相對遠小於

有二十餘人參與的校必。第三，不論教師對新課綱的態度為何，教師於校必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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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課時，其專業如教學信念、策略、價值、慣性等必然經歷很大波動與短暫位移。

基於上述理由，分析校必課程共備會議的對話最有助於揭露教師意識型態層次的

難題。

本研究蒐集之資料來源有四類：校必共備會議、校方文件、校必課堂觀課、

教師訪談。蒐集時間從 2020年 9月到 2021年 6月，是 109學年度新課綱首次實施

於該校高二校必課。共備會議共計 26次／小時，每次會議均有會議文件以及與會

議相關之校方文件。校必課堂觀課共計超過 80次／ 160小時，包括固定觀課兩個

班，其他兩個班級為非定期觀課。研究者坐在教室最後一排的學生空位，記錄每節

課堂的教師安排與學生活動情形。教師訪談情境有兩類：一類是成員於會議前後留

下來與研究者討論會議中的議題，另一類是教師在課堂中面臨教學疑問或策略調

整，在課間與研究者進行之對話。

以上資料的編碼方式如下：校必共備會議謄稿、校方文件、教師訪談謄稿、校

必會議或課堂觀課筆記之代號分別為M（meeting）、D（document）、I（interview）、

O（observation），資料編碼方式有兩種，一種為M或 I資料：資料性質 _資料日

期 _資料頁碼，例如：M或 I_1026_17，表示該資料出自校必共備會議或訪談、開

會時間 1026、該次謄稿之第 17頁。另一種為 D或 O資料：資料性質 _資料日期 _

資料收藏序號，基於會議文件或觀察資料，若為長期多次觀察／收集所得，則不標

示特定之觀察／收集日期，而以 XX表示，例如：D或 O_XX_17，表示該資料出

自文件或觀察、多次收集、該文件或觀察資料之收藏序號為 17。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方法採用言談分析法。共備會議的情境是一種言談協商，教師們提出

自己的想法，在共備會議中測試、求證，協商出放心的在地作法，而這些作法顯示

教師們既沿用多年來習慣的部定必修科目的經營、也呈現嘗試實施新課綱校必科目

新的需求。本研究旨在提出「中層」尺度的兩難對立概念，因而沿著這一個教師慣

性改變／適應的軸線，探問校必會議呈現哪些教師意識型態的兩難？

分析的步驟有五：第一，反覆閱讀會議謄稿，標示教師提及面對校必這種新

課程所遭逢的教學問題、與所採用的因應策略。第二，揀選被教師頻繁提及的問

題。第三，從教師互動對話中耙梳理解的脈絡，分析教師在教室作法與教學價值之

間直接或間接的連結性。第四，注意態度性的陳述線索（Lee et al., 2022），辨識

對立的教學價值：一種是暗含在教師團體中潛在的共識與價值，另一種是教師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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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實施後所需要建立的共識與價值。第五，為對立的教學價值命名，並以田野資

料佐證。

上述分析步驟透過多種作為提升信實度。第一，除了使用共備會議資料之外，

隨行訪談與研究者觀察筆記同樣是重要的參考依據，以確保共備會議資料與校必觀

課資料之間的連結與呼應。第二，教師意識型態的解讀很依賴脈絡意義，本研究由

兩位圈內人進行成員檢核（member check），一位是研究田野這所高中的校必會議

成員，另一位是不同高中擔任校必之授課教師，透過檢視研究者初稿之共鳴性，提

升質性研究之信實度。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分析

校必會議中頻繁提及的教學問題，存在於教師社群慣於以「教學者為主體」的

教學實作、與新課綱倡導的「學習者為主體」教學實作之間，兩者分屬於「慣態」

與「專態」彼此頗不相容的衝擊之下，研究結果浮現三組意識型態的兩難：一是面

臨學生之間進行專題學習的「進度」（progress-tracking）不一，應該趕整體的進度、

還是該注重學生個別的「進步」（progress-making）；二是面臨積極「教導」（didactic 

teaching）學生、還是給予學生所需的「引導」（facilitative teaching）；三是應該

側重各方周延考量下的「給分」（contingency-based grading）、還是建基於專業規

準下的「評量」（rubric-based evaluation）。以下分三小節說明。

一、關注「進度」的意識型態 vs. 關注「進步」的意識型態

校必課程教學大綱（D_0620_1）訂有進度。一學年四學分校必課程教學大綱

經課發會通過，其「學習內容」逐週排有下列主題：國際議題介紹、自主學習資源、

資料蒐集平台、資料庫、媒體識讀、文獻找尋、資料使用倫理、線上問卷軟體教學、

在地社會文化特色、議題選定、研究問題確認、問卷信效度、發放與收集、資料整

理統計、軟體使用說明、報表製作、分組簡報、小論文格式書寫。這些單元往往由

熱心的成員覓得具有可信度之外部研習資源（D_ XX_3），並經過彙整而提供公版

PPT（D_ XX_2）給共備社群教師作為共享教材。

學生實作為主的校必課程實施情形與一般教師傳授學科知識為主之課程不同。

學生的實作學習實際上是多重學習並進、而非線性發展（O_ XX_1）。例如：訂於

上學期第九週的「研究問題確認」，實際執行時必然發生在更早週次，可能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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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的「文獻找尋」，學生就已經逐步思考與發展；又如安排在下學期最後的「小論

文格式書寫」，實際執行時也會出現在更早週次，例如上學期「議題選定」的正文

書寫時即已需要這些技能與知識。

換言之，學生探索的路徑往往未必依循教學大綱線性發展的安排。根據教師

過去以學科知識為本的教學經驗，教授知識的單元順序波動性不高，按照既定的規

劃完成傳授是常態；但是，如今擔任校必授課教師時，班上學生除了聆聽PPT授課，

自己還需要從實際執行中獲得做專題的知識、態度與技能。這種實作為主課程所需

的鷹架有的外顯可教，有的無法事前準備、或難以形諸文件，因而也難於展示在教

學大綱。 

因此教師很快的發現教授公版 PPT並非課程的全部。教師上完 PPT還是需要

學生進行實作並有產出，課程才算是有所推進（O_ XX_2）。教師面對這樣的新課

程，若在「慣態」主導下，首先感到衝突的是原本以講述為主的「責任」不易發揮。

在這樣的新課堂教師到底該有哪些責任？總綱宣示「自主行動」面向：

強調個人為學習的主體，學習者應能選擇適當學習方式，⋯⋯能自我管理，

並採取適切行動，⋯⋯裨益自我精進。（教育部，2014／2021，頁 4）

然而，新課綱實施初期教師仍在體會這樣的宣示意涵，以下 F師之發言顯示他們

在「慣態」的「教師上課」與「專態」的「學生工作」兩種意識型態之間的擔心： 

我覺得我還沒有辦法完全放開，讓他全部自己做，第一個是我擔心自己沒啥

東西，就是這節課「阿老師上課都沒上，都我們自己在做」，可是⋯⋯後來

發現說⋯⋯如果他能夠開始做的時候，是不是應該放鬆？讓他做一下，然後

他們也是花了弄兩個小時發表，就完全就是發表，發表完可能就我們課來講

就結束這樣，然後我們會擔心他沒有學到東西，這也是我課裡面一直發生的

事情，就是一直覺得⋯⋯兩難。（M_1026_3）

教師在既往的教學實作慣性思維下，一方面「我擔心自己沒啥東西」、另一方面又

「我們會擔心他沒有學到東西」，是因為認定學生「學到東西」該要透過教師上課；

同樣地，認定自己對於所授課程「沒啥東西」是因為教師理應是知識權威角色。但

是，新課綱力圖讓教師「轉變傳統以來偏重教師講述、學生被動聽講的單向教學模

式」（教育部，2014／2021，頁 34），校必課堂是提供一個讓學生對自己小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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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實作展開自我管理的學習機會，新課綱標榜的求知方式（knowing）正在校必

課程步履蹣跚地建立，學生在課堂的角色也正在移轉，因而教師的信念擺盪於「教

師上課」或「學生工作」兩種教學實作的對立信念之間。

其次，教師感到困難的新任務是不易掌握課程「進度」。雖然總綱已經明確

表達「學會」比「進度」更為重要：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的教學應關注學生的學習成效，重視學生是否學會，

而非僅以完成進度為目標。（教育部，2014／2021，頁 35）

但是教師若持著「慣態」於心便不容易輕易放下「進度」的重要性，於是逐漸醞釀

出一個原本「教學者為主體」課堂運作的熟悉角色―催促學生的進度。

在其他一般的課程催作業不難，但是在專題課並不容易。專題課的作業組組

不同，卡關難度與種類皆不同，週復一週的課堂監督學生逐週推進任務，成為教師

在會議中常常分享的議題，提出的作法有：

E 師： 讓他們自己上台報告，順帶檢視一下他們進度到哪裡？⋯⋯比如說：什

麼時間交出什麼東西？明確一點對我們的班好像也是比較好。（M_0308 

_6）

H師： 我這一週的重點是，我希望他們可以參考一些包含小論文的比賽資料至

少三篇，⋯⋯然後希望他們可以翔實的，按照他搜尋的東西，不管是從

書籍？還是從博碩士論文那個地方真正知道引註資料怎麼註記？（M_ 

0921_3）

D師： 到了那個時間點你還是沒有交的話，那其實因為直接可以線上打分數嘛！

那不然回去就是零分了！跟他講清楚了。（M_0914_10）

上面三位教師皆流露出早已熟稔的以規定進行管理的信念，絕大多數教師採用的

作法類似 E師，學生比較在意面子問題，正好用定期每組上台報告來管理遲繳，

上台若沒有東西可以報告，學生的危機感比較大，因此通常報告就會有進度；H

師強調閱讀文獻的基本數量；D師則是事先與學生攤牌，如果催不出進度那就只

好沒有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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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教師的量化管理對策反映著推進全班小組任務的艱難。「文獻至少查 3

篇」、「遲繳 0分」、「規定明確」等，這些管理原則與平時一般課程的管理沒有

不同，但師生對專題探究任務並不嫻熟、口頭報告頻率相對緊湊、缺繳的現象也頗

頻繁，這些對策造成師生一路的追趕進度，讓整個課程轉化為一種催繳的事業。催

促學生盡快完成預定任務的這些看似趕路現象的背後，F教師心中另有目標：「因

為有些老師可能會因為孩子的特性將課程設定成螺旋式的型態」（I_0305_8），及

時甚至提早完成，可以陪伴學生回頭修改得更好，「如果參賽小論文得獎，會對學

校的升學有幫助！」（I_0305_8），教師呈現一種加強學習品質、促成作品參賽的

心態，也些許透露出以「教學者為主體」的傾向。

但是另一些教師不想被「進度」框住，寧願在特定的步驟花更多時間。他們

著墨於自己和學生有沒有真的「進步」，呈現以「專態」面對新課綱的教學風貌：

B師： 大家好像都會 focus在說我要教他 APA格式，然後教他一些工具，可

是其實重點切入的一開始，應該不是這些工具，我覺得我的我的進度跟

大家比較慢的是⋯⋯我還是比較prefer在教學生怎麼去先「閱讀文章」、

找關鍵字、找主題、找心得摘要，我覺得我還是 focus在這個地方，大

概花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的時間在做這件事，然後等到這個他們會找文

章找主題之後去哪裡找？接下來才是所謂的開始跟，追上各位的進度，

喔，我想我的進度會比各位慢一點點。（M_0914_9）

C師： 目前開學到現在我們所做的事情，進度滿慢的，但是我是因為不敢躁進，

就是如果他研究動機不正確，然後或是方向錯誤，其實做到後來就是要

重來。那不如前面好慢慢來，確認是 ok的（M_0928_3）

J 師： 我們的進度還很落後，就是我還在⋯⋯他們問卷的圖表，對，因為可能

大家是選擇是在之後初稿的時候再修正吧！那我們可能想要就是早一點

修正，所以我們花了比較多時間讓他們一組一組上台報告，⋯⋯，那我

覺得看過程中看到比較感動的是說同學他開始會培養出「批判思考」能

力，就是他們會專心的聽別人的報告，然後去想說我可以給出什麼樣的

好的建議去幫助這一組。那舉例來說有些組別可能他在問卷背景資料調

查的時候，有調查到說同學的零用錢的高低，可是他在後面的問題分析

的時候，他問他們你會買什麼東西啊？⋯⋯可是他並沒有去把他的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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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問的這個零用錢的收入去做一個比較，誒？是不是收入高的人比較會

買比較多東西？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正相關？還是無相關、不相關，對。

那開始會有同學會去像我們教師能夠做到這件事情，會去批判思考

嗯！⋯⋯你在比較上面哪裡不對等啊，⋯⋯是不是要用百分比啊？他們

就開始講得出這種很很厲害，專業的回應，對，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收

穫吧！就是那種比較進度落後，可是看到他們是真的是有培養出這方面

的思考的能力，對，這是我們這幾個禮拜比較大的收穫。（M_0419_4）

上面三位教師各自在「查找文章」、「研究動機」、「同儕建議」等三種學習階段

執意放慢腳步，寧願比同事的步調落後而扛起與眾不同的壓力。這些教師並不在意

「進度」落後，流露刻意經營新課的價值，能聚焦於學生做專題的「進步」面向，

例如：B師在意學生學會以關鍵字查到跟自己研究真正相關的文獻、C師在意研究

方向若錯誤重來不會比較快、J師在意讓同儕從容地聆聽報告，從而培養出厲害的

批判思考能力。

很顯然地，新課程帶給教師不同壓力，但是也開啟一個新的教學空間。進度

落後的班級，教師難免承受與別人不同的壓力，J教師以「因為可能大家是選擇是

在之後初稿的時候再修正吧！那我們可能想要就是早一點修正，所以……」來緩

衝，讓自己班級能堅持在重要學習點上駐留。從課堂小組報告的時間長度、與台下

同學書面與口頭發言的深度，如「那開始會有同學會去像我們教師能夠做到這件事

情，會去批判思考……」可知師生花在給每一組上台報告的意見的時間，不同於嚴

守時間規範限制的班級，教師執意犧牲「進度」是為了換得「進步」的學習成效。

這一小節先揭露從「教師上課」到「學生工作」是校必教師的兩難與擔心，

接著在適應「學生工作」的運作中，教師感到不易掌握課堂進展，從而發現教師持

不同意識型態會展演不同的教學實作：追求課程「進度」是較為流通的價值與責任，

而追求學生「進步」是較受到同儕壓力的價值，進度的「慣態」與進步的「專態」

兩者有競逐的跡象，從比較在意進步的「專態」傾向教師之言談中所流露的脫隊獨

行情感與態度，顯示與在意進度的「慣態」傾向教師有所區隔，構成校必教師的第

一種意識型態的兩難。

「追趕進度」和以教師為主軸是臺灣學校體制的常態（傅木龍、林佩璇，

2022）。一直以來在統一教材、統一進度以及統一考試的教師集體行動脈絡下，趕

進度具有悠久的歷史並且成為教師日常教學實作。但是，當今截然不同的校必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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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它在沒有學期尾端的統一考試，甚至也沒有統一教材與統一進度的情況下，

教師普遍仍然具有追趕進度的慣性。此外，過往的「進步」常來自於學生的分數變

化具體展演出來；相對而言，校必課程學生的「進步」，通常無法如此顯而易見，

而是需要教師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探索學生此刻困頓在哪裡並與之互動，始能得

知該在哪個程序步驟放慢步伐、停留與加強，因此不統一進度能提供各班教師極大

的自由去個別化每個班級的學習，以促成真正的進步。然而，在「進度」到「進步」

兩種意識型態之間的游移，到能夠促使校必專題課程的學生獲致進步，此一教學技

藝之轉化顯然並非易事。本節揭露教師對於「學生學習」有既定想法，亦即學生應

該透過教師教導、進度上的嚴明紀律來管理學生的學習，這些既有概念引領教師傾

向以「慣態」教學，此發現與先前文獻一致（Rainio & Hofmann, 2021），顯示在

意進度的教學方法固然不易改變，但教師若先對「學生學習」的既定想法有所鬆

動，應有助於教師的轉化。

二、關注「教導」的意識型態 vs. 關注「引導」的意識型態 1

校必課程教學大綱通常沒有列課本。課本是教師授課的重要依據，如果沒有

課本，教師面臨重新思考校必專題課程之「教材」為何？教材原本是指涉承載學科

知識的教科書，教師透過課本傳遞知識給學生，課本是早於課堂教學活動而預先存

在的角色。然而，如今校必課程開啟之際，師生手中並無教材，學生因逐週推進而

定時生產的文件，成為引發師生互動的素材，各組學生文件所呈現的問題與所探索

的知識也不盡相同（O_XX_3）。因此，教師若持「慣態」進入這樣的新課程，首

先感到衝突的是：每週各組學生推進的跨領域知識各不相同，教師該如何面對？ 

在這樣的課堂，教師需要涉入學生學習情況的時機變多。教師若不是主角，

那該做些什麼？總綱宣示「教師是專業工作者，需持續專業發展以支持學生學習」

（教育部，2014／2021，頁 36），教師角色從「教導」轉變為「支持」。從學理

來看，新課綱主張情境學習，專題實作即是一種學生在專題工作的真實情境中遭逢

問題、有待教師支持與引導的處境；但是從現場看，新課綱下教師感到焦慮，因為

他們傾向在確保教材知識正確前提之下來「教導」學生進行精熟學習，較不「支持」

學生在所知不多的處境下進行可能無效的探索。矛盾的是，新課綱的跨領域專題實

1 教導（didactic）與引導（facilitative）在英文解釋上意義的區別性較為明顯。依據 Dictionary.com（https://
www.dictionary.com）的檢索結果，“didactic”意指 “inclined to teach or lecture others too much”；而 “facilitative”
意指 “make (an action or process) easy or eas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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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課程正是期許學生對其所知不多的現象感興趣，以下發言為校必兩位協同教學教

師在會議分享班級教學情形，流露他們在「教導」與「支持」之間的兩難思維：

E 師： 等於他基本的那些東西都不太夠⋯⋯好像他們上次弄那個什麼「新興媒

體」，跟那個「傳統媒體」，他們自己都搞不清楚，可是他們就很想探

索傳統媒體，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是很掙扎在於說我們要尊重他們的選

擇，讓他們去去撞撞看、摸摸看？ 

D師： 就他們想要弄這一塊。

E 師： 還是說我們一開始就否決他們？

D師： 那他們自己，自己是搞不清楚狀況的。

E 師： 應該是說⋯⋯其實，其實每一組都很有趣啦！只是說我覺得每一組在這

種課程中，需要很大老師的那個投注跟關注，⋯⋯當你只有那兩個小時

可以運用的時候，我是覺得是非常困難。然後再加上學生他那邊的 loading

也是。

D師： 嗯嗯，他們還有其他的課程。

E 師： 他們要讀書，他們那個每一科的報告、作業量超出我們想像。（M_0111 

_19）

兩位教師的思考透露著教師徘徊於「尊重」與「否決」之間的心疼，雖然持有批准

學生專題的意圖與慣性，教師既想要試試「學習者為主體」的「讓他們去去撞撞看、

摸摸看」，卻又擔心「他們還有其他的課程」，畢竟高二這個年段的學生除了校訂

必修、可能還有探究與實作、多元選修等等也可能要做專題的課程，以及學習歷程

檔案，因此教師希望幫學生省下走冤枉路的時間。到底教師應處於「備詢」的守備

位置？還是處於如科展一般的「積極教導」位置？ 以下分別揭露兩種樣態。

單方面希望學生有一個走得下去的學習成果，教師若持此「慣態」往往較為

積極教導。T教師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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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把每一週他們寫出來的東西，我就一定印出來看，喔那就我所有的寫作

邏輯跟寫作論述的能力，我就這樣檢視。（M_0412_4）

教師提供這番美意，但是學生不是只做一個專題，「他們要讀書，他們那個每一科

的報告、作業量超出我們想像」。教室觀課觀察發現學生每週的推進有限（O_

XX_7），探索需要更多時間成本、以及與大環境的相容，學生對於沿著自己興趣

的探索，不至於不感興趣，但是光是好好做「一個」專題就需要付出很多的研讀與

實作時間，一位教師到其他班觀課之後，覺得很驚訝：

有幾組的學生就直接跟老師講說：他還沒有完成，他沒辦法上台報告，然後

呃⋯⋯就感覺起來就是那種落差，⋯⋯完成的是完成度很高，沒完成的這個完成

度就是滿低的，因為他們就感覺就擺著這樣，不太想繼續再做下去。（I_1026_4）

部分學生並不那麼渴望讓自己的專題發展為小論文進而參賽，可能只是當成修一門

課而已。

在大環境升學結構變化不大之下，學生頻頻上台報告，由教師擔任為學生抓

問題的角色，教師的主動「教導」卻未必產生預期的效果。以下是 N教師陳述誤

解如何在師生互動中產生：

學生他們慣性的就是，你給我任務，你丟問題給我，我來解決問題。可是我

們這門課，應該是學生要自己發掘問題、再解決問題。那我們一直在幫他們

找到問題，於是他們就「喔，好吧！那自己幫我找這個問題，那我就來解這

個」。可是後來往下走之後發現，「可是這不是我想要的問題啊！那是你告

訴我的啊」！所以就會變成又把這個球再丟給教師，然後就會造成師生之間，

會一點那種嗯⋯⋯誤解吧！好，一點落差。（M_1221_14）

校必課教師不常上講台整堂授課，而是時常在各組討論之間聆聽與詢問，在小組上

台報告時給出具體的建議（O_XX_9）。關注學生專題的進展，週週在學生小組報

告時給予積極建議，這對教師一方來說，一直視為一種基本的責任與付出，「那我

們一直在幫他們找到問題」，然而教師自己也發現，頻頻幫忙提問的同時，似乎又

暫時回到「教師出題、學生解題」的「教學者為主體」運作模式，像是那種窮盡線

索的引出教學（Billig et al., 1988）。然而，整個專題是學生的任務，學生需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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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在做專題中學習程序知識，當教師的教導偏離了學生的興趣時，學生的主動性

降低，他們會說「可是這不是我想要的問題啊！那是你告訴我的啊！」以致於師生

之間形成一種內隱的衝突。教導過多易形成衝突，但如何「引導」學生學習做專題，

又能在學習活動進行時，不抵觸「學習者為主體」的運作模式？這成為教師心中的

第二重兩難。

另一類教師持「專態」等待學生的探究行動整體浮現問題時，才下手引導學

生「學習如何學習」。到底教師如何能「接住」學生逐週文件裡湧現的問題，並透

過「引導」給予回應？ J教師面對常見的兩個問題：研究價值低、以及研究執行困

難，他如此接應：

學生常常會問一個是直接上網 google就可以回答的問題，像是我記得印象滿

深刻，有一班的學生說他想要了解「氣候變遷有什麼影響？」那所以我們到

底要怎麼樣逼他們可以聚焦在值得做研究的地方？就是提醒「違背常理」，

你有沒有覺得什麼事情違背常理？你會覺得「誒，怎麼跟我的認知不一樣」？

那既然違反我們普通的認知，是不是有值得去做研究的地方？⋯⋯後來請他

們上臺發表，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說他們的那個研究的可行性，可能

有點困難，像舉例來說，有一組他想要研究「桃園機捷站為什麼要蓋在人煙

稀少的地方？」⋯⋯所以我們又花了一節課去對焦可行性這件事情。好，所

以不只要違反常理，不只要有溫度，然後又要有可行性這樣子，大概是我們

過去這幾週在做的事情。（M_0928_2~3）

大多數學生的研究興趣往往始於搜尋引擎提供的資訊，但若進一步區分哪些是研究

過的？哪些是還值得研究的？這要求對高中生太難了，因而專題作品免不了始於剪

貼網頁資訊為主（O_XX_5）。J教師面對這個普遍的問題，與協同教學教師發展

出一個具體的思考規則：「違背常理」，透過組員對話「那既然違反我們普通的認

知，是不是有值得去做研究的地方？」，教師並不進入各組學生的專題題目內涵進

行指導，而是在思路上給予一般性鷹架；又如當學生提出的研究動機太難操作，教

師提醒「研究可行性」這樣的概念，積極「引導」專題的發展方法，而不是逐一剪

裁各組的專題內容，以避免引發師生爭執。

這一小節先指出「學生工作」為主的課堂裡，教師需要適應從有課本轉變到

無教材的變化，接著小組每週所產生的文件不只是過去以為的作業，更成為師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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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關鍵素材。不同意識型態的教師互動時著重的「知識」並不相同，因而展演著

不同的教學實作：教師傾向「慣態」思考時，對各組的專題題目與知識給予「教

導」，企圖建議學生探究的方向與內容，俾便產出更有效率的好成品；而教師傾向

持「專態」思考時，嘗試以「引導」理解各組的現況，較偏重專題製作過程的「程

序知識」，從學生執行程序所發生的問題發展在地引導策略。教導的「慣態」與引

導的「專態」兩者有競逐的跡象，構成校必教師意識型態的第二種兩難。

專題課程在臺灣並非新鮮事，但全體學生參與確是新的里程碑。過往的專題

活動多半與科展連結，屬於數理較為優異學生的參賽培養，教師的角色雖然重要但

並不凸顯教師新教學能力的需求。然而新課綱將校必課程明訂為跨領域專題相關，

明訂各級學校學生必修，如此的普及成為教師授課的新課題。雖然部分明星級高中

展現成功的適性揚才典範（彭佳偉，2021；曾慶玲等人，2021），但是本文的校必

田野為一所社區高中，較能反映新課綱之後，拓展至全體高中生的實際景象，教師

的專業角色更形重要，像是教師無教材、不能採行單向講述教學，而是開展多重靈

活的角色如：主持、引導、協作，教師需具有主持串連引導能力、敏覺現場的需求

及語言的流動（孫細、洪偉豪，2022）等，本研究亦發現教師的角色吃重而不易扮

演，與先前文獻相近。然而，本研究田野揭露更多的是引導受挫，包括師生語言的

衝突、高二學生時常得同時從事多個專題的困境導致自身不欲精進，形成意料之外

的結構性矛盾，從這個角度，本文又與瑞典語言教師的意識型態難題有一致的發現

（Smith et al., 2022），均是因為機構的「專態」推動下，仍留有與之抵觸的基於「慣

態」施為所致。 

三、關注「給分」的意識型態 vs. 關注「評量」的意識型態

校必課程在規劃階段就已經設計好五組評量尺規（D_0803_1）。包括「文獻

資料的正確性與豐富度」、「問卷發放或訪談」、「資料分析的完整性」、「計

畫或活動的邏輯性」、以及「文化融合的可行性」等，以上共計佔有 65%，其他

則還有「簡報排版與製作」、「表達的完整性」、以及「書面 word檔案資料」

等項目共計佔有 35%。這些資料於學期初就已經都放在雲端的共備文件裡供教師

參考。

但是學生的實作狀況與既有規劃時而落差很大。如前兩節提及，教師以各種

途徑推進學生主導的課程進展，像是各組定期要上台報告、對學生專題中的問題直

接主動教導……等，當催繳作業成為一個明顯的事業，教師就可能挪移給分標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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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達到收齊作業的目的，以下是W教師改用「準時」繳交當成評分基準所持之「慣

態」：

常常我們在課堂上指導某一組學生，可是其他同學就是在那邊等待，那後來

我們就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我們現在目前繳作業的方式跟評分的標準，就

是以你在「哪一週交成績最高」這樣子，以此類推的方式，那我們這邊已經

不去管你的內容或怎麼樣的，你先繳過來，你就是有 90幾的分數，就是在這

一週裡面。那之後有一些呃內文需要修正的，我會再退還給他，然後讓他們

去做修正。（M_0412_2）

顯然「給分」成為一個情勢之下的誘餌和激勵（didactic lure）（Ericsson & Lindgren, 

2011; Ziehe, 1986），給分的意義暫時寄託在「過關」（pass），並且以準時繳交「你

就是有 90幾的分數」來肯定準時的重要。將分數與學生文件的內容品質加以切割，

一方面可以鼓勵學生放心繳出，另一方面也可讓教師有素材可以介入，進而有促進

作品品質的機會。因此基於現況，上述「給分」的意識型態與謹守「尺規評量」的

意識型態是兩種不同的運作。

接近期末時「評量」該如何執行呢？由於各組學生專題的興趣與難易度不一，

不能強勸學生的題目一定要設計問卷、一定要跑統計，也可能有質性訪談、也可能

只是文獻查詢與文獻分析（O_XX_10），於是到了期末，該怎麼進行評量呢？是

進度嗎？是豐富度嗎？是基本門檻嗎？教師跟學生磨合了一學期，但最後階段這個

嚴肅的「評量」工作到底如何執行呢？以下是教師之間的對話：

X師： 聽到很多夥伴說，那要怎麼樣去盯他的進度？我覺得我們是不是設計一

個表格？⋯⋯然後讓他們兩兩組兩組之間他們去做討論、去做檢核，他

們也可以打分數，然後我們也可以透過這一個互評之後的結果，去掌握

每一組的進度。

C師： 那我上學期有設計一個是論文格式的檢核表，就是根據小論文格式的！

E 師： 不是，現在講的是兩件事情，這個叫格式檢核表，那是進度檢核表，對，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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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師： 我們要做進度檢核⋯⋯。

E 師： 對啊，進度檢核是怎麼檢核？這才是最大問題。

C師： 寫出第一章至少200字，讓他們去找字數多少符合不符合？那就變成說∼

呃在哪個時間點所設定的進度，呃∼那可能後面發展下來就要變成說我

們這學期定在什麼時候，要讓他完成哪些事情？而且是呃∼不只有前面

的開頭，要中間的正文，連後面結論都要讓他們看要寫到什麼程度，

可是最大的問題就是，每組寫的都不一樣，對，它沒有一個固定的檢核

方式。

E 師： 後來我只想到一個方式，就是你自己訂進度，我們幫你看有沒有達到這

個進度？

X師： 沒有，我在想說現在的正文，這個檢核該怎麼檢核？ 

E 師： 小組跟小組之間，你也只是格式檢核而已啊，你不可能內容檢核啊，所

以也是形式檢核而已啦！

C師： 到底什麼樣子是好的小論文？那⋯⋯呃別人⋯⋯自己的小論文都寫不出

來了！然後他要看別人小論文有沒有寫出來⋯⋯。

B師： 以我現在在○○○班的狀況，其實各組的同學進度都不太一樣，然後他

們可能忙於自己的小論文，可能很難有時間可以空出來幫別的組別看，

或者是他們可能也沒有把那些格式的內容內化成自己的東西，他們可能

也沒有辦法依照那張表格就可以去找出同學還沒有做好的地方⋯⋯。

（M_0412_6~12）

對於「評量」的構想，教師們參雜著新課綱實施的新意來提出諸多想法，從「讓學

生互評自己可以省卻麻煩」，到「互評表」的性質是「論文格式」還是「專題進度」，

到各組專題「進度」該由各組自行規劃提出嗎？以及以「進度」表進行同儕互評，

學生自顧不暇的處境下真的能執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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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教師對話背後的意識型態混雜有「遮蔽可能性」和「開放可能性」（Rainio 

& Hofmann, 2021）。「遮蔽」改變現況可能性的對話，如「你不可能內容檢核啊」、

「自己的小論文都寫不出來了！」、「他們可能也沒有辦法依照那張表格就可以

去找出同學還沒有做好的地方」，這類言談強化師生的目前處境，「慣態」顯露

在「不可能／沒有辦法」等語彙；反之，「開放」改變現況可能性的對話，如「我

們是不是設計一個表格？」、「後來我只想到一個方式，就是你自己……」、「我

在想說現在的正文，這個檢核該怎麼檢核？」這類言談並不斷言新的變動一定不

可行，而是對「慣態」的現況開啟新的可能性，「專態」顯露在「提議／問句」等

語態。

誠然，這門課走到最後階段已經顯現如何實施評量是教師們的一個困境。小

論文固然有寫作規準，如果依學術寫作「規格」評量專題作品的意義不大，因為學

生的專題完成度與規準的差異很大；如果評量專題作品的「內涵」，但該校在開學

之初預先訂定的尺規如何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而調整，亦非簡單的工程。

上述對話並不是「評量」困境的全部。從不同層次看，針對一門課程進行評量、

教師們的考量亦不僅限於這門課程本身，一位兼任行政的 F教師在負責大學繁星

推薦入學招生事務會議後，提醒大家這門佔有四個學分的校必課程分數，對社區高

中以繁星管道入學學生的可能影響：

上個禮拜在忙繁星的作業，那有注意到一個點，就是說呃發現有的學生他的

校排（名），會影響他的繁星甄選的學校，⋯⋯這個是高二必修的、上下學

期加起來總共四學分的課，那也許我們是不是說在期末的時候，可能大家要

討論一下說我們給分的標準，譬如說中等的呃大約是落在哪裡？也許是 80~85

是大約在哪裡？那比較好的大約在哪裡？那比較不好的大約在哪裡？這樣可

能是不是可以讓高二學生他們有一個比較平均、比較公平、客觀的分數？那

才不會因為啊這個教師比較嚴格，它平均可能是 78，另外一個班教師比較寬

鬆，它平均可能 83！這樣差了五分，其實在他的校排裡面就會有影響，就會

影響到高三的繁星⋯⋯。（M_0322_6）

這番提醒顯現「慣態」的主場局面。校必課程在計入在校成績時，其重要性又突然

因為四學分的比重，而對總成績與全校排名產生不容忽略的角色，從行政角度來

看，該教師建議共備會議的成員稍作協商，讓各班的這一科成績能「有一個比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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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比較公平、客觀的分數」。換言之，校必雖然是「非考科」，但是在計入在校

成績的這個並行存在的規則之下，也就捲入了社區高中極為重要的業務：繁星業

績，洩漏出校必並沒有脫離升學制度的藩籬，因為校排影響學生之間升學的公平

性，也連帶影響學校整體升學榜單。這一個看似微弱的牽連，左右著校必教師該從

諸多考量權衡性地「給分」？還是沿著教學專業訂定的尺規進行「評量」？ 

兩種對立的意識型態不僅並存於社群會議，也並存於單一教師內心。F教師是

期初為大家設計五組評量尺規的召集人，當時可能傾向持著「專態」，希望校必的

評量能有新氣象；但到了期末，參加繁星推薦會議之後的濃濃升學脈絡下，又似乎

傾向「慣態」而在校必會議裡提議權衡給分。此外社群中也有一些教師從傾向「慣

態」走向「專態」，例如D教師課後回顧自己從急於「教師給建議」到忍住先讓「同

儕給建議」的轉變心思：

我跟××老師我們都要先忍住，就讓他們先報告完，然後讓各組先講完一次

他們的建議，然後我們再補充少的，對，因為我覺得老師們常常會，就是看

到什麼我們就，直接噴了，就誒，「你這個圖表是怎麼這樣子」，⋯⋯然後

就直接教他，可是我覺得那那反而跳過了一些步驟，就是同學自己去給彼此

給建議，自己去思考哪裡不好？要怎麼改進，就是我們不要太快的就給指導

這樣子，這是我發現的東西，對。（I_0426_5）

這種意識型態依情境而變動的現象，呼應 Billig的主張，同時也重新認出並非一個

社群分成「慣態」與「專態」兩群對立的陣營；反之，每位教師的內心均可能存在

著自己的難題，而兩難可能因主題與時空情境而未必勢均力敵達到平衡，以致於一

種意識型態可能暫時駕馭另一種意識型態，因而呈現「傾向」某一種意識型態下的

言談。

這一小節先指出共備會議雖然規劃好專業的尺規以因應多元評量的實施，但

遭逢學生修習校必課程湧現諸多意料之外的實情，而致催出作品的急迫性凌駕其他

之上，權宜之下的「給分」成為推進課程的工具；繼之行政角度從升學管道公平性

的論述提議彈性的評量實作；最後，如何「評量」的具體操作，無論是「格式」檢

核還是「內容」檢核都似乎舉步維艱。教師的言談洩漏著不同的意識型態主場：傾

向「慣態」的「給分」與傾向「專態」的「評量」兩者各有立足點並互有競逐，從

而構成校必教師的第三種意識型態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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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的議題與前述兩組議題交織牽連。「慣態」傾向下會較為注重進度，以

便於在期末以公允的評量尺規為所有學生提出可昭公信的數據；但是，在「專態」

傾向下，學生的進步遠比進度更為貼近一個宣稱是「學習者為主體」的課程，於是

「程序知識」的評量該著重什麼？成為難解的實務議題。難題不僅有一層，尚有結

構性的難題在外層：即便是非考科的校必課程，看似與精讀與考試的緊箍咒脫勾，

然而，繁星入學制度每一科都採計的規則，又再度將這些具有新氣象與新學習機會

的新課程，重新打回新課綱實施前的處境。這一面向的發現，與瑞典移民學生的多

語言「專態」、與移民國單一語言標準化測驗關卡的「慣態」，兩相夾擊對語言教

師造成的矛盾（Smith et al., 2022），是相互共鳴的。

伍、結論

一、結論

本文旨在對歷次的課程改革中累積的印象―「教師不易改變」提出意識型態

角度的理解。歷次的課程改革都是在既存的社會氛圍、學校功能、升學機制之下，

意圖進行教育理念與課程發展的翻新。但是，當教師並沒有很流暢的進入課程改革

所期待的新位置時，「教師不易改變」的議題就需要往深度探究。

本文於是從「慣態」與「專態」概念對比，提出三組意識型態兩難的研究發現。

分別為：關注「進度」的意識型態與關注「進步」的意識型態、關注「教導」的意

識型態與關注「引導」的意識型態、關注「給分」的意識型態與關注「評量」的意

識型態，三組意識型態的兩難具有時間軸的次序性，能完整的描述授課教師從課程

啟動到收尾的動態性兩難遭逢歷程。而萃取中層尺度的兩難對偶概念，能貼緊教室

現場的主要矛盾，更具有在地性與特定性；透過描繪既有之「教學者為主體」與新

課綱力推之「學習者為主體」兩種向度互相競逐的現象，本文對於教師在校必共備

會議與校必課堂教學兩種現場，時常於新課綱與舊課綱之間擺盪的困境，如何同時

存在於社群內、與教師個人內心的現象，有著更系統與細膩性的分析。

這種深藏在教師思維中的價值，往往在行動與對話中間歇性的顯現。它並非

個別教師於獨立選擇下的必然分歧現象，而是教師在同儕分享不同思維的衝擊比較

下，造成對立面的雙向來回推拉，致使會議中瀰漫的是「不得已」與「不確定」該

如何調整的思維，而非外人刻板印象中單純以為的「教師很難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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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侷限與建議

上述發現仍有侷限與不足之處。其一，由於共備會議的主要程序是輪流發言

報告教學進度與問題，導致成員主動與報告者對話的資料比較不多，需要透過不同

場次發言的分析來加以彙整，以捕捉這個教師社群意識型態的兩難；其二，本文僅

借用過往文獻指認教師對話之間確有「開放性」與「封閉性」的特徵，尚未理解「慣

態」與「專態」如何可能轉變？亦未觸及教師的「專態」傾向思維與價值觀是如何

形成？教師之間如何能打破輪流報告與相互尊重而沈默的聆聽樣態，加入活絡「學

習者為主體」課程的對話？教師授課難題之對話效果，對教師集體專業發展甚具關

鍵性，因此這些議題則有待後續深入研究。

針對三項研究發現，具體建議如下。

（一）為高中階段必修「專題」課程之學習目標定位

從「進度」與「進步」的兩難揭露一般高中生普遍不容易順利完成校方所規

劃的一年期專題課程。專題所需的能力細節可謂多如牛毛，不僅高中有專題課、大

學部有專題生、研究所碩士博士班的論文都是一個專題，大學教授也在進行專題研

究計畫。由此倒推，專題學習是一個無止境的精進歷程，而高中階段的必修課程僅

僅是一個開端。與其讓學生走馬看花樣樣驚鴻一瞥，還不若每校自選幾個基本功夫

蹲好馬步，例如：根據興趣查找關鍵字、學習閱讀專業文獻（reading professional 

literature）（Patterson et al., 2018）等，若能在少許項目有一些細膩的體驗與紮實的

進步，當學生抵達下一個學習階段，引導者接手的將是一位嫻熟探究能力基本項目

的學習者，如此在時間與成就感上，師生都能得到舒緩與愉悅的引導與學習，「學

習者為主體」的概念也能從高中逐步落實到其他學習階段，進而充實學生每一階段

專題學習的品質。

（二） 教師教授專題課所需優先正視的是「程序知識」而非「專題題
目知識」

從「教導」與「引導」的兩難揭露一般高中教師普遍擔心自己的專業無法勝

任所帶學生的專題知識範圍。校訂必修專題課意在學習涉獵跨領域的能力，以及探

究實作的能力，但是教師的困窘在於：他們於學生時期與師資培育階段的養成過程

均鮮少有自主做專題的經驗。不論是社會、科學、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九卷第二期）74

and society, STS）等領域的探究，均是一種「程序知識」的養成，因此教師宜從探

究程序來下功夫提升自己於專題課的教學能力，而非僅聚焦在學生的題目是否恰

當，因為任何一個題目的探究過程均能在「程序知識」上有所精進。

（三）將學生專題的階段性「產出」視為專題課的珍貴「教材」

從「進度」與「進步」、「教導」與「引導」、以及「給分」與「評量」三

組難題綜整來看，校必課程有一個概念值得重新考量。由於教師在教室因無「課

本」而感到不易聚焦，同樣地，學生因無做專題經驗而感到無所依憑，使得師生彼

此失去對焦的物件與媒介。然而，學生的產出無時不反映著他們此一探究程序的學

習處境，因此，反轉學生的階段性「產出」為班級或小組的「教材」，適足以吸引

學生的注意力；再從他們的成功或失落處產生對話、形成師生彼此的鷹架，亦即學

生給教師「如何引導」的鷹架線索，而教師得以給出最貼近學生程度的鷹架，以此

概念重新審視「教材」的意義，亦能讓教師脫離為學生專題「改作業」的「慣態」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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